案例一：民营医院通过员工账户收受药品回扣，12家药企涉案
精选案例案号：鄂州市监处罚〔2023〕356号
基本案情：
[bookmark: _GoBack]鄂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鄂州市公安局移送的案件线索，经查，当事人某民营二级医院于2016年7月22日登记成立，从事医疗诊疗和医疗服务。2017-2019年，当事人以“药品返利”名义，在药品购销中收受药品经营企业代理人给予的药品回扣。相关药品经营企业代理人为销售其代理的品种的药品，按照与当事人2017-2019年期间的药品采购负责人叶金清协商的标准和数额，通过叶金清转手和直接向当事人2017-2019年期间的经营负责人王容在鄂州市农行武昌大道支行设立的账户进账两种方式，向当事人支付药品回扣。根据王容银行卡流水明细核实，××控股鄂州有限公司、湖北×××医药有限公司、湖北×××药业有限公司、贵州××药业有限公司、贵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医药营销有限公司、深圳××××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湖北××医药有限公司、××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医药湖北有限公司等12家药品经营企业的代理人2017-2019年期间向当事人支付药品回扣2747944.52元。其他通过叶金清转入到上述王容账户的款项，因其未保留相对应的明细账目和凭证，无法核实确定的给付人、给付时间和对应的给付金额，无法认定该部分为当事人收受的药品回扣，当事人在药品购销中收受回扣的违法所得为2747944.52元。当事人所收上述药品回扣未计入其经营账目。
执法机关认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局立案调查前，已停止了违法行为，在立案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当事人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执法机关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2747944.52元；处以罚款300000元。
案例评析：
我们认为，本案对医药企业有以下几点启示：
1. 医药反腐整治不仅覆盖公立医疗机构，也覆盖民营医疗机构。部分企业基于市场战略或者产品特点等原因会将公立医院之外的民营医院市场作为市场推广重点，在对医药反腐整治覆盖面的认知上，部分业内人士可能会有公立医院是反腐整治重点、民营医院可以放松要求的误区，因此在民营医院市场推广过程中忽视合规工作。本案当事人正是一家民营综合性二级医院，本案可作为纠正上述认知误区的典型案例。
2. 商业贿赂违法案件线索的移送机制畅通。本案是由公安局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的案件线索，在全行业“受贿行贿一起查”、纠风联席机制、“一案多查”、行刑衔接等各种政策文件推动下，线索移送愈加畅通。
3. 本案牵涉包含知名外资、国有、民营医药企业在内的12家医药企业。查处一家受贿医院牵出多家行贿药企已成为医药反腐集中整治工作的常态，相关行贿企业将面临行政处罚、失信评级处置甚至刑事责任风险。
4. 调查对象扩展至医疗机构关键岗位人员。本案查处过程中以医院药品采购负责人、经营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作为切入口，所调查出的药品采购负责人以及医院经营负责人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成为关键线索和证据。







案例二：多次假借“会诊费”名义向多名医生行贿被从重处罚
精选案例案号：穗越市监处罚﹝2023﹞364号
基本案情：
当事人广州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从事销售医疗器械介入产品的经营活动。当事人在2021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为争取更多交易机会，维持长久合作关系，由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孔斌负责，假借“会诊费”的名义，向原广东省某医院的王某某、张某某、尤某某（以下称“交易对方有关人员”）支付好处费，促使其在诊疗中更多使用当事人的产品，从而提高医疗器械在医院的使用量，获取更多的利润。
当事人给付交易对方有关人员会诊费的流程为：由法定代表人孔斌在财务人员处支取款项后，以现金方式给付交易对方有关人员，交易对方有关人员给付孔斌餐费发票或孔斌自行收集相应金额的餐费发票。孔斌在“支付证明单”上填写用途、金额等情况，交回给财务人员核对报销。当事人给付交易对方有关人员会诊费，以“支付证明单”作为支付凭证及记账凭证，未记入其法定会计账册，对方也未开具收受该款项的发票、收据给其入账，当事人用餐费发票方式予以冲账。当事人“支付证明单”中记录给付交易对方广东省某医院王某某、尤某某、张某某的会诊费为35000元，其中王某某8笔，共计28000元；尤某某2笔，共计5000元，张某某2笔，共计2000元。综上所述，当事人共给付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好处费35000元，销售医疗介入耗材销售收入（含税）为5873685元，销售成本（含税）为2171264.49元，扣除已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所得利润为2886715.86元。经执法机关核算，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为2886715.86元。
执法机关认为：
当事人假借会诊费的名义，以给付交易对方工作人员现金报酬的方式以销售医疗介入耗材，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构成了商业贿赂的行为。根据反法第十九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二、四、九条以及《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一、没收违法所得2886715.86元；二、罚款2150000元。
案例评析：
我们就本案为医药企业总结以下三点启示：
1. 医药企业向医生个人直接支付“会诊费”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会诊费用应当统一支付给会诊医疗机构，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会诊费根据邀请发出主体的不同，也一般由发出邀请的医疗机构或患者承担，不会由企业承担。
2. 允许支取现金与报销流程不规范不严格是合规的明显风险漏洞。很多重视合规工作的医药企业早已取消了现金支取通道，在细化报销制度的基础上，对报销的审批审查严格要求应当形式与实质并重。
3. 需注意从重处罚的裁量因素。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贿赂他人的，罚款幅度在213万以上到300万是从重处罚范围。本案罚款215万元，已属于从重处罚。本案处罚决定书并未对为何从重处罚说明理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也没有释明各裁量等级（从轻、一般、从重）的裁量因素，参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违法行为频次9人次以上、2年内再次实施相同违法行为、涉案交易额（非利润）50万以上等均可从重处罚，本案当事人2年内行贿人次达到12人次，涉案销售收入（含税）为近600万，已明显属于从重处罚范畴。



案例三：医药企业代为医院科室制作宣传视频并支付费用被认定变相商业贿赂
精选案例来源：北京2023年反不正当竞争“守护”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未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书）
基本案情：
本案当事人为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经查，当事人于2012年开始在某医院销售医疗器械、耗材。2018年，当事人获取医院肺移植科需要制作宣传片的消息后，为进一步巩固在医院的业务，当事人与某广告公司签订了视频制作合同，帮助该医院制作了《某医院肺移植护理单元视频》宣传视频，支付了制作费用24000元，并将视频交付该医院用于宣传使用，医院方并未以任何形式支付该视频的制作费用。当事人因上述行为获得的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执法机关认为：
当事人为谋取更多的交易机会，代为某医院科室制作宣传视频并支付费用的行为属于变相商业贿赂。当事人商业贿赂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属于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做出罚款1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评析：
本案当事人未直接给予医院财物，而是代为委托广告供应商制作了医院所需的医疗相关宣传视频并支付了相应制作费，且不要求医院偿付该费用，医院无正当理由受益，进而被执法机关认定为当事人实施了变相商业贿赂行为。这一形式因不直接向医院给付财物，且具有健康科普相关内容，医药企业相关员工对此合规敏感度不足，值得企业关注。
实践中，医院为宣传诊疗科目或开展患教科普，可能需要在医院区域内投放视频、折页、海报以及易拉宝等物料，医药企业为进一步加强紧密与医院客户之间的供求关系，获得更多交易机会，往往自告奋勇为医院客户代劳。对此类涉及医院客户的较高风险项目，我们建议企业从合规与物料内容两个层面进行审视。
从合规层面而言，企业需要对项目目的、用途、真实性、费用公允性、费用承担方式、是否签署书面协议、企业是否有合理获益、获益合法性与正当性等进行实质审查。若医院后续应向企业支付制作费用的，需确保在财务记账中将该笔费用计入对医院客户的其他应收，向医院开票并确保医院后续会支付，医院在合理期限内未支付的，应予催收并留存催收记录。
从内容层面而言，因患教科普、医疗宣传物料的投放地是医院，实际使用人也是医院，为确保专业内容的准确性，建议企业在制作中将相应物料稿件发送给医院对文本及内容进行审核确认，医院确认无误后再定稿交付。
在处罚方面，参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贿赂额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即可按照一般等级处97万以上213万元以下罚款。本案当事人视频制作费用24000元，被视为贿赂额，所处罚款高达120万，值得医药企业警醒。










案例四：向医生支付科室会/院内会“讲课费”被认定违法
精选案例案号：沪市监机处〔2023〕202022000020号
基本案情：
当事人××（中国）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因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介入科某主治医师对当事人总公司××（中国）药业有限公司注册（分装）的药品具有处方权，2019年1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当事人向使用其总公司注册（分装）的多种处方药的该医生以“劳务费”、“讲课费”的名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医生个人银行账户支付每次1000至2000元不等的费用14笔，金额共计人民币24000元。本案中当事人无违法所得。
执法机关认为：
当事人通过工作人员向对其注册的药品具有开具处方权的医师获取其依据工作职责和医院制度开展的院内工作例会的相关照片及信息，并以此为依据，通过银行账户转账的形式向医生给付资金，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构成给付医师财物的违法行为。当事人一是案发后明确认识错误，积极配合调查，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材料，如实说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二是积极实施整改，停止向相关医生支付费用并修改完善公司合规制度和审批流程；三是系初次违法。根据《行政处罚法》、长三角地区和本市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予以从轻处罚。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处罚如下：罚款（人民币）玖拾万元整。
案例评析：
本案中，医药企业可关注以下几点：
1. 讲课真实性需要充分支持文件证明。当事人在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无各次讲课课件等支持性文件，仅有的支持性文件为医生提供的院内工作例会照片，无法证明讲课真实性。
2. 付费应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本案医生于工作时间在医院内部场所依据工作职责和医院制度开展院内工作例会，医药企业为此支付讲课费被认定不具备正当性。《关于印发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工作提示的通知》文件对本案中涉及的讲课费已有针对性的要求，今后医药企业直接就科室会、院内会向医生支付讲课费已成禁区。
3. 采购量与处方量是否挂钩讲课费关系到适用法律。执法部门会调查涉案医院采购当事人产品的详细清单、涉案医生开具处方量以及当事人销售发票和银行回单等财务资料，本案中因未发现采购量、处方量与讲课费的直接对应关系，执法部门遂认定本案无违法所得，并适用《药品管理法》进行查处，而未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4. 有必要建立应对政府调查SOP。本案执法部门调查涉及人员包括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人、合规部部长、财务部部长、高级医药代表、大区经理、涉案医生、经销商，从提高企业应对政府调查质效并尽量减小调查事件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负面影响的角度，建议企业建立应对政府调查SOP并对包括上述人员在内的员工进行培训。
5. 建立与完善合规体系。本案中执法部门确认当事人修改完善公司合规制度和审批流程以及初次违法情节，将其作为从轻处罚考量因素，对医药企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